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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跨境流动？：
来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经验证据∗

李銮淏１ 　 夏杰长２

　 　 摘要　 全球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网络互联的日益加深为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提供公开透明、广阔

庞大机会的同时，也形成了限制较少、高效便捷的“线上转移”新渠道。 文章以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 ８６ 个中国

对外劳务输出的东道国（地区）为研究样本，立足于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数据事实，基于移动电话普及率、
中国和东道国双边网址数量的视角，系统全面地考察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流动以及其配置效率的影响

效应。 研究表明：第一，东道国的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平台效应”“业态创新效应”“时空压缩效应”对中国

对外劳务输出规模产生普遍且稳健的促进效应；第二，数字技术依托中国向东道国的数字可交付服务出

口途径，对劳务合作项目下劳动力跨境流动呈现出“线上转移效应”；第三，东道国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中

国对外劳务输出，尤其是对外工程承包领域的综合效益和效率质量。 文章提出，应重视数字技术的自主

研发和网络空间国际规范标准的构建完善，追踪把握国际劳务合作新内容、新趋势，加速推动服务业的数

字化转型和数字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切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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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和文献回溯

互联网、５Ｇ、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关键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数据信息的采集、生产和使用，加快

构建从数据要素资源到信息、知识乃至智慧的信息生产体系（杨虎涛和胡乐明，２０２３），营造更加公平开

放、规范有效的线上市场（夏杰长等，２０２３），最大程度地降低各类经济活动成本和消除不确定性，推动

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要素配置和生产效率的优化。 不同于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劳动力要素

具有流动性较强的先天禀赋，其安全、合理和自由流动是实现全社会就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是中

国构筑和谐平等的社会劳动关系、推进建设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互联网、５Ｇ、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配置的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针对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流动的文献主要包括三类观点：第一类是数字技术有利于

劳动力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促进论”。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以及日益拓展的线上平台提升劳动

力流入地的宜居宜业能力、创新创业和就业岗位匹配水平（王春凯和许珍珍，２０２３；邹月晴等，２０２３；张锟

澎和刘雪晴，２０２２），扩大劳动力要素收益报酬的增长空间，强化劳动者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
低劳动力迁移的心理成本、信息搜寻和获取成本（郭冬梅等，２０２２；贺唯唯和侯俊军，２０２３），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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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劳动者跨区域就业、双边社交网络维持巩固、亲属（子女、父母等）照料和家庭身份保障之间的矛盾

冲突（Ｗｉｌｄｉｎｇ，２００６；Ｍａｄｉａｎｏｕ，２０１２；Ｄｅｋｋｅｒ 和 Ｅｎｇｂ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３）。 同时，部分研究者指出数字技术对劳

动力流动会产生“虹吸效应”和“平台效应”，前者提高就业机会的多样性，后者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和当

地信息的远程可及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和方向取决于两者间的内外博弈结果（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ｏｎ 和 Ｔｈｕ⁃
ｌｉｎ，２０１３；程风雨，２０２０）。 第二类是数字技术减少劳动力就业流动的“抑制论”。 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

和普及运用，通过实现异地线上办公（Ａｇｒａｗａｌ 等，２０１３）、打造岗位职业的新形态和新模式、拓宽延伸本

地的就业空间（Ｅｌｂａｈｎａｓａｗｙ，２０１４）等，弱化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推力因素”，而其效应远远强过数字技

术减少劳动力流动迁移成本的影响作用（Ｈｅｒｎａｎ，２０１７）。 第三类是“抵消论”，即由于“替代效应”“创造

效益”和“补偿效应”同时存在，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姚常成和沈凯玙，
２０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于国内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少数国外学者针对信息与

通信技术如何影响跨境移民的问题仅开展初步尝试研究，而关于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就业的流动规

模、方向和报酬，以及其是否存在向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价值转移机制的理论研究尚未真正涉及。
以国际劳务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跨境流动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劳动力

要素安全、自由和高效流动配置，实现劳动力价值和生产效率的优化提升，扩充稳定中国外汇收入和储

备规模（涂永前，２０１９），加快全球劳务市场“话语权”和国际竞争优势攀升。 在数字化转型的全球性发

展趋势背景下，中国劳动力跨境流动和劳务输出的规模、方向和结构是否会产生显著变化（马慧洁等，
２０２３），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传统影响因素所产生的作用效应是否仍然存在？ 互联网、５Ｇ 等数字技术是

否能够发挥推动国际劳务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意义？ 是否存在线下对外劳务输出向线上可交付数字

服务出口的转移效应？ 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刻思考和探索的新兴研究领域。 立足于上述关键问题和思路

脉络，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数据的创新。 区别于大部分聚焦于互联网、工业机

器人等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评估研究，本文进一步采用跨境双边双向的网址链接数量等数

据，旨在获得更全面具体反映跨境数据联通程度、现实意义更强的“数字技术”测度指标。 第二，考察对

象的创新。 绝大多数的国内文献集中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的境内异地流动，本文侧重在劳动

力的跨境就业流动，探究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流动的作用机理和具体路径。 第三，关
注点和分析思路的创新。 部分涉及到数字技术和劳动力跨境流动关系的国外文献中重点阐述数字基础

设施如何降低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 但是，数字技术是否存在对劳动力跨境就业的“线上转移效

应”？ 这种效应是否会呈现劳务输出类型、洲际区域等方面显著的异质性？ 它和数字服务贸易是否具有

内在联系？ 它又是以何种途径或方式实现劳动力要素的高效配置和价值实现？ 针对上述研究主题的研

究却鲜有所见，这些是本文所关注并且将尝试回答的新议题。

二、 作用机制和理论分析

排除战争迁移、人口走私以及历史上的奴隶贸易等特殊因素，现代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主要包括国际

劳务合作、出境旅游、海外移民等形式，其中，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工程承包是“国际劳务合作”的典型

模式。 根据经典的“推 －拉”理论（Ｅｖｅｒｅｔｔ，１９６６），影响劳动力流动规模和方向的主要因素可以划分为

“拉力”和“推力”两种类型。 其中，“拉力”因素有利于劳动力要素报酬和效用价值的放大，“推力”因素

则抑制、局限甚至破坏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则取决于流出地和流入地间“拉力”和
“推力”的抗衡。 归根结底，劳动力流动“拉力”和“推力”博弈结果的本质在于“机会”。 由于数据统计

缺失、分析工具局限等原因，早期研究主要以“人口规模”作为反映产业集聚、消费容量、经济活力等“机
会”的衡量标准。 Ｓｔｏｕｆｆｅｒ（１９４０）开创性提出“介入机会”（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入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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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流出地之间的“介入机会”①频率同两地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呈反比，并且提出“劳动力流动数量和

地理距离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的独特观点。 Ｚｉｐｆ（１９４６）的“
Ｐ１·Ｐ２

Ｄ ”劳动力城际流动假说则相反地指

出，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规模与两地间的地理距离（Ｄ）、人口规模（Ｐ１、Ｐ２）之间分别为反比和正比关系。
近年来，Ｓｉｍｉｎｉ 等（２０１２）在“介入机会”模型基础上考虑到“招聘录用率”等“机会”因素，并且提炼符合

“流入地机会收益 ＞流出地机会收益 ＞介入机会收益”劳动力流动准则的“辐射模型”（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Ｕ 和 ＹＡＮ（２０２０）沿循、借鉴和融合 ＹＡＮ 等（２０１４）的“人口权重机会模型”、Ｓｉｍ 等（２０１５）的“审慎社

交模型”、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的“人类移动实时预测模型”、ＬＩＵ 和 ＹＡＮ（２０１９）的“机会优先选择模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等，构建出能够反映就业迁徙、出游旅行、社交或通勤等不同类型劳动力流

动倾向的“统一机会模型”。 归根结底，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是由于相对竞争优势提升所导致的要素增

值空间超过其迁移成本的可能性。 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创新突破，对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动的作用机

制和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四类效应。
第一，信息平台效应。 互联网、５Ｇ、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加速革新，以及全球网络互

联程度的持续加深，导致不同经济体内部的“线上市场”边界不断扩张、相互交织，逐步形成数据广阔、
信息互通、开放包容和无限延展的全球性“数字平台”。 一是提高跨境劳动力市场供需双端的匹配效

率，降低劳务输入国、输出国、中介企业等各环节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性（黎熙元和刘兴花，２０２２），挖
掘更多元、更开阔的跨境劳动力市场准入机会和潜在空间，打造高效规范、资源共享、公平竞争和多层信

息传递的全球性劳务市场。 二是畅通拓展信息媒介渠道，增强境外就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安全责任意

识、社群融入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提前熟悉和预先适应流入地气候环境、法律规则、风俗习惯、信仰文

化等，有效降低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动的迁移预期成本。
第二，业态创新效应。 高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带来数字化的转型浪潮，催生创造智能制造、智能交通、

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应用场景，赋能推动

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化升级和消费端的“提质增量”，营造劳动力流动实现要素回报率增长的“机会”
空间和环境条件，强化对全球劳动力要素的吸引力。 一方面，数字技术切实提升当地劳动效率、区域创

新潜力与便利化程度，依托高质量的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产品供给等形成吸引劳动力

要素流入的有利环境；另一方面，数字化促进全球范围内消费需求的“扩容升级”，推动新职业种类和新

行业岗位的诞生，扩大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吸纳容量和就业空间，减少劳动力要素的闲置或低效利用，提
高跨境就业流动的有序性、高速性和合理性，激发劳动力要素的再生产和潜在增值能力。

第三，时空压缩效应。 数字技术的创新升级和网络互联的强化赋能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距离被

逐渐缩短、模糊和虚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５Ｇ、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新型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推动跨境信息交流、双边社交网络粘合（Ｖｅｒｔｏｖｅｃ，２００４）等方面的低代价化和便捷化，互联网、
５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ＶＲ ／ ＡＲ）等数字技术也在逐步缓和化解境外就业、家庭子女抚养、老年人赡

养、亲属关系和社会身份维系（Ｍａｄｉａｎｏｕ 和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１）之间的伦理问题和技术挑战，实际上降低或消

除跨境就业流动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文化摩擦、情感损失和社会道德冲突等，大幅度压缩跨境就业劳动

者在意识观念和感官体验上的“时空距离”，创造境外就业机会同时满足劳动力要素报酬增长、社会地

位提高、社交网络巩固维持、自我价值充分实现等现实需求的机会空间，减轻劳动力跨境流动的矛盾障

碍和心理阻力，弱化劳动力要素流动自然性、制度性和文化性壁垒。
第四，线上转移效应。 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融合运用不仅使与信息生产加工相关的多类服务

·０６·

① “介入机会”指的是起点和终点之间距离为半径的范围内所存在的所有机会。 在 Ｓｔｏｕｆｆｅｒ（１９４０）的文章中，“机会”几乎等同于“人口数量”，“介入

机会”则可以理解为始末点之间各地的人口规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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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远距离提供，而且极大降低了远程服务的实现成本，显著提升文化、体育等服务业的效益规模和贸

易效率（江小涓和罗立彬，２０１９；江小涓和靳景，２０２０）。 劳动力跨境就业必然涉及到服务业部门，数字技

术为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线上客服、数字交易、异地网络办公提供硬件载体，其打造的线上市场几乎消

除线下市场中必然存在的“介入机会”，加速推动服务业领域劳动力要素的“线下”跨境流动向“线上市

场”转移，转化为数字可交付服务的跨境贸易。
基于上述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考虑采取 ＬＩＵ 和 ＹＡＮ（２０２０）的“统一机会模型”的分析框架：

Ｑｉｊ ＝ ∫∞
０
Ｐｒｍｉ ＋α·ｓｉｊ（ ｚ）·Ｐｒβ·ｓｉｊ（ ＜ｚ）·Ｐｒｍｊ

（ ＞ｚ）ｄｚ ＝
（ｍｉ ＋αｓｉｊ）ｍ ｊ

［ｍｉ ＋（α ＋β） ｓｉｊ］·［ｍｉ ＋（α ＋β） ｓｉｊ ＋ｍ ｊ］
　 　 ｍｉ≥０，ｓｉｊ≥０，ｍ ｊ≥０，α ＋β≤１① （１）
其中，Ｑｉｊ是起始地 ｉ 和目的地 ｊ 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概率，ｍｉ 是起始地 ｉ 的机会数量，ｓｉｊ是介入机会数

量，ｍ ｊ 是目的地 ｊ 的机会数量。 Ｐｒｍｉ ＋α·ｓｉｊ（ ｚ）、Ｐｒβ·ｓｉｊ（ ＜ｚ）和 Ｐｒｍｊ
（ ＞ｚ）依次指在 ｍｉ ＋α·ｓｉｊ样本下能获得

最大收益正好等于 ｚ 的概率、β·ｓｉｊ样本下获得最大收益小于 ｚ 的概率，以及 ｍ ｊ 样本下最大收益超过 ｚ 的
概率。 α 和 β 分别代表距离不敏感型的“探索性倾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和距离敏感型的“谨慎性倾

向”（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根据 ＬＩＵ 和 ＹＡＮ（２０２０）的研究结论，求职迁徙（ ｊｏｂ⁃ｈｕｎｔ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呈现普遍的“探索性倾向”，

也就是说，α 趋近于 １ 而 β 趋近于 ０。 因此，假定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动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倾向”，即 α ＝
１，β ＝０，则式（１）演化为：

Ｑｉｊ ＝
（ｍｉ ＋ｓｉｊ）ｍ ｊ

［ｍｉ ＋ｓｉｊ］·［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

ｍ 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２）

在式（２）的基础上，确定来自 ｉ 地劳动力个体选择 ｊ 地作为就业流动目的地的概率为 Ｐ ｉｊ ＝
Ｑｉｊ

∑ｊＱｉｊ
∝

ｍ 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 进一步地，假设从起始地 ｉ 出发的劳动力总规模为 Ｏｉ，则有起始地 ｉ 和目的地 ｊ 之间劳动力

跨境流动规模（Ｔｉｊ）的简化模型（３）：

Ｔｉｊ ＝Ｏｉ·Ｐ ｉｊ ＝Ｏｉ·

（ｍｉ ＋ｓｉｊ）ｍ ｊ

［ｍｉ ＋ｓｉｊ］·［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ｊ
（ｍｉ ＋ｓｉｊ）ｍ ｊ

［ｍｉ ＋ｓｉｊ］·［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
ｍ 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３）

首先，考察分析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跨境流动场景，即大部分情形下，劳动力跨境就业难以完全实现

“线上化”。 因此，通过“信息平台效应”“业态创新效应”和“时空压缩效应”作用路径，数字技术创造、
延展和扩大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动的“机会”空间。 根据式（１）和式（２），全球“数字平台”具有开放性、广
阔性和空间无限性，假定 ｍｉ、ｓｉｊ、ｍ ｊ 均为可确定且已知的变量。 其中，目的地 ｊ 的“机会”ｍ ｊ 正比于 ｊ 地的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它与起始地 ｉ 之间的网络互联程度。 因此，在 ｍｉ，ｓｉｊ，ｍ ｊ∈Ｒ ＋ 的前提下，
ｄＱｉｊ

ｄｍ ｊ
＝

ｄ ｍ 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æ

è
ç

ö

ø
÷

ｄｍ ｊ
＝

ｍｉ ＋ｓｉ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２ ＞０，说明起始地 ｉ 和目的地 ｊ 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概率会随 ｍ ｊ 的增长而

提高。 由于 Ｐ ｉｊ∝
ｍ 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和 Ｔｉｊ∝

ｍ ｊ

ｍｉ ＋ｓｉｊ ＋ｍ ｊ
，因此可以推断：起始地 ｉ 和目的地 ｊ 之间劳动力跨境流

·１６·

① 受篇幅所限，具体演算过程省略，读者请参考 ＬＩＵ 和 ＹＡＮ（２０２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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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模 Ｔｉｊ和 ｍ ｊ 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鉴于此，并且结合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动的作用机制和影

响路径，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 １ ～ ４。
假设 １：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会产生促进效应。
假设 ２：数字技术通过对流入地“数字平台”的全球性延展促进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
假设 ３：数字技术通过提高流入地的创新生态和就业环境水平促进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
假设 ４：数字技术通过降低自然性、制度性和文化性壁垒促进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
其次，考虑到服务业领域劳动力要素的“线上转移效应”，对于能够完全实现数字化交付的服务产

业部门，劳动力跨境流动的机会空间和可获取的最大效益不会因物理意义上空间距离的变化而增加。
因此，令式（１）中 Ｐｒｍｉ

（ ｚ） ＝Ｐｒｍｉ ＋α·ｓｉｊ（ ｚ），并且使 Ｐｒβ·ｓｉｊ（ ＜ｚ） ＝０ 和 Ｐｒｍｊ
（ ＞ ｚ） ＝０，则起始地 ｉ 和目的地 ｊ

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概率 Ｑｉｊ ＝０ 成立。 可以判断，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流动的促进效应可能在不同行

业或劳务类型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因此，依照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有关国际劳务合作类型的

划分标准，①将理论假设 １ 细化为 ａ 和 ｂ 两个部分。
假设 １ａ：数字技术对工程承包领域的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会产生促进效应。
假设 １ｂ：数字技术对劳务合作领域的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会产生抑制效应。
再进一步，根据“线上转移效应”延伸出假设 １ｂ′。
假设 １ｂ′：数字技术通过推动服务产品的数字可交付化抑制劳务合作领域的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入。

三、 实证策略、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１．实证策略和模型构建

考虑到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选取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

间 ８６ 个国家（地区）②作为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基准模型如下：
ｌｎＴＬＡＢＯＲ ｉｔ ＝α０ ＋α１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ｋβｋ ｌｎＸ ｉｔ，ｋ ＋εｉｔ （４）

ｉ ＝１，２，３，…，８６；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１；ｋ ＝１，２，…，６
出于统一量纲、减少数据剧烈波动、避免异方差和大量异常值的目的，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对解释变

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 其中，ｌｎＴＬＡＢＯＲ ｉｔ是被解释变量，反映中国在 ｔ 年份

向东道国 ｉ 国（地区）对外劳务输出总规模；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是解释变量，表示在 ｔ 年份东道国 ｉ 国（地区）的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α１ 为该项系数；ｌｎＸ ｉｔ，ｋ则代表 ｔ 年份 ｉ 国（地区）所有相关的控制变量，βｋ 为对应的第

ｋ 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α０ 是常数项；εｉｔ则是随机误差项。
２．变量选取和指标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对外劳务输出总规模（ ｌｎＴＬＡＢＯＲ ｉｔ）。 选取“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劳务人数”作为对

外劳务输出总规模的主要衡量指标，原始数据单位为人。 此处所涉及的“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劳务人数”

·２６·

①

②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是指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的活动，对外劳务合作项目指组织劳务

人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为国外的企业或机构工作的经营性活动。 两者都必须由中国境内企业法人与境外允许招收或雇用外籍劳务人员的公司、中介机构

或私人雇主签订合同之后，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合规开展招聘、选拔和派遣中国公民到境外，并向境外雇主提供劳务服务和组织管理。
此处涉及的 ８６ 个国家（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阿塞拜疆、埃及、爱尔兰、爱沙尼亚、安哥拉、奥地利、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巴拉圭、巴林、巴拿马、巴西、白俄罗斯、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多米尼克、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芬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哈萨克

斯坦、韩国、荷兰、洪都拉斯、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喀麦隆、卡塔尔、科特迪瓦、科威特、肯尼亚、利比亚、罗马尼亚、马来西亚、美国、孟加拉国、秘鲁、摩洛哥、墨
西哥、南非、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萨尔瓦多、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苏丹、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危地马拉、委内

瑞拉、乌克兰、乌拉圭、西班牙、希腊、新加坡、匈牙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约旦、越南、智利、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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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外工程承包项下和对外劳务合作项下派出人员之和。
（２）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首先，借鉴 Ｃｈｕｎｇ（２０１１）对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８７ 个国家（地区）的双边网址链接数量全球分布情况，即来自某一域国家的网址链接包含另一域国

家的网址链接数量（Ｈｅｌｌｍａｎｚｉｋ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０１５），某种程度上体现国家（地区）间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和双边网络互联开放程度。 其次，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国家（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渗透深度和覆盖

广度的具体表现，移动电话、计算机、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也是双边网络互联效益落地的

基础保障。 鉴于 Ｃｈｕｎｇ（２０１１）对 ２００９ 年无法确定其所属国家的部分公共域名运用一定技术手段处理

并整理出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的全球双边网址链接数据，此处将 ２００９ 年某国（地区）的双边网址链接

数量（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２００９， ＬＩＮＫ２００９，单位为个）的自然对数乘以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该国（地区）每百人中移动

电话的注册用户数量 ＭＯＢＩＬＥ，单位为人）的自然对数，作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３）控制变量。 ①人均 ＧＤＰ（ｌｎＰＧＤＰ ｉｔ）：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机会”数量的重

要因素。 一般地，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同劳动力要素报酬提高的可能性呈正比关系。 选用人

均 ＧＤＰ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单位为美元。 ②老龄化程度（ ｌｎＡＧＩＮＧ ｉｔ）：老龄化程度是当地劳

动力潜在供给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境外劳动力流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采取老龄人口（６５ 岁

及 ６５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单位为％。 ③失业率（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面临

严重失业危机的国家（地区）往往不具备有效容纳劳动力流入的市场空间，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增值效益

也不会显著提升；反之，失业率低的国家（地区）所拥有的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 因此，选取各国（地区）
的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作为当地失业率的测度指标，单位为％。 ④对外开放度（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劳动力跨境流动自由度和效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地区）对外开放度。 采用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测度方法衡量国家 （地区） 的对外开放度，单位为％。 ⑤国民受教育水平

（ｌｎＥＤＵｉｔ）：国民受教育水平反映国家（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和规模，间接体现当地劳动力要素禀赋和市

场需求层次。 利用“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指标数据，单位为年。 ⑥劳动力

迁移距离（ｌｎＤＩＳｉｔ）：流入地和流出地间的“距离”是影响劳动力流动意愿和“介入机会”频率的关键因

素。 近年来，大量研究不再单纯考虑或局限于“地理距离”对劳动力迁移预期成本的影响效应，还更多

元化、多方位地关注到双边“制度性”和“文化性”差异所导致的“社会距离” （张原，２０１８；李琴等，
２０２０）。 因此，尝试构建包含“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三个维度的综合性迁移距离指标。
第一，“地理距离”（ＧＤＩＳ）指标测算模式设置为“东道国（地区）首都（首府）同北京间的球面距离”同“原
油（石油）价格指数”的乘积，旨在避免非时变的距离无法估计的问题，两者单位分别为千米、美元 ／桶；
第二，参照黄新飞等（２０１３）的分析框架和 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 等（１９９４）的相关数据，拟用外生性较强的“基因

遗传距离”作为劳务输出东道国和中国之间“文化距离”（ＣＤＩＳ）的衡量指标；第三，借鉴韦永贵（２０２０）
的研究思路，利用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的话语权和责任（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

暴力（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政府效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规管质量（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法治完善度（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和腐败管控程度（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六项指标，并根据 ＩＥ ｉｔ ＝
１
６ ∑６

ｋ ＝１

（ Ｉｉ，ｔ，ｍ） ２

ｖａｒｔ，ｍ
[ ]得出中国和劳务输出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效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Ｅ），其中，ｖａｒｔ，ｍ是 ｔ 年份

第 ｍ 项指标的方差，Ｉｉ，ｔ，ｍ是国家 ｉ 在 ｔ 年份第 ｍ 项指标的数值，之后，以中国和劳务输出东道国的政治

制度效率差值的绝对值作为“制度距离”（ ＩＮＳＤＩＳ）的衡量指标。 由于文化距离指标不随时间推移而产

生变化，故通过取“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的自然对数并将三者相乘的方式，获得最终的

综合性迁移距离指标。 其中，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文化距离”数值为 ０，故它们的“综合性迁移距离”
采用“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两项自然对数相乘的特殊处理方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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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其他相关变量。 第一，内生性检验的工具变量。 虽然通过加入多项控制变量和保障相对充足

的样本数据以尽量避免因遗漏变量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但由于人员跨境流动所产生的“软信息”传输

（施炳展和熊治，２０２３），以及因此可能形成的对劳动力跨境流动目的地数字技术的促进效应，很大概率

上存在“双向因果”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本文拟运用有效性强、可信度高的工具变量，展开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内生性回归检验。 此处，参考夏杰长和王欠欠（２０１９）、黄群慧等（２０１９）的做法，一方

面，采用样本国家（地区）２００３ 年版本的双边网址链接数据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东道国每百人中移动电话

注册用户数量之间乘积的自然对数，形成第一个工具变量（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Ｖｉｔ）；另一方面，考虑到大部分国

家（地区）互联网普及过程都经历过电话线拨号接入（ＰＳＴＮ）的阶段，故选取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期间样本国

家（地区）每百人中固定电话注册用户数量（ＦＩＸＴＥＬＥ，单位为人）的自然对数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 历

史上双边网址链接数量和固定电话数量一定程度上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即与对外劳务输出不具有

即期显著的直接联系。 同时，这两项工具变量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关系较为密切，也基本符合“相关

性”要求。 第二，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 本研究选取“各年份年末在某东道国执行对外承包工程和劳

务合作项目的总人员数量”（Ｔ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Ｙ，单位为人），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

行分析。 第三，机制检验的调节变量。 根据“信息平台效应”“业态创新效应”“时空压缩效应”和“线上

转移效应”的作用路径，以及相对应的理论假设，借鉴马述忠和房超（２０２１）、江艇（２０２２）的机制分析方

法，利用调节效应来检验上述机制逻辑和影响效应的科学性、合理性。 因此，选用劳务输出东道国的“数
字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总规模的比重” （ＤＩＧＲＡＴＩＯ，单位为％）、“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规模” （ＤＩＧＳＥＲ⁃
ＶＩＣＥ，单位为百万美元）以及控制变量中的“失业率”“劳动力迁移距离”，取它们的自然对数形式作为调

节变量。
（５）拓展性分析的相关变量：“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高

质量、高水平发展，不仅在于国际劳务输出规模，还在于劳动力跨境流动的结构层次、效益空间和要素报

酬。 数字技术对跨境劳务输出，尤其是“工程建设承包”项目下的劳务输出，能否实现劳动力要素增值、
劳动者创收增效和相关项目效益提升？ 针对此，本研究的拓展性分析拟围绕“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的相关数据（单位为万美元），考察劳务输出东道国的数字技术对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尤其是对外工

程承包中的劳动力要素价值释放可能产生的作用效应。
上述原始变量的名称、内容和数据来源详见表 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同时，分别

采用 ＬＬＣ 检验和方差膨胀因子展开单位根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表 ２，可以发现所有变量均保

持平稳，并且基准模型中全部变量的 ＶＩＦ 值远低于 ５． ０００，一定程度上说明基准模型设定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

四、 实证检验和分析

１．基准模型检验

首先，考察基准模型残差项是否存在明显的异方差性，防范可能存在的估计量有偏、ｔ 检验失效等问

题。 基准模型的残差图并未呈现突出的残差项异方差性，①基准模型设定是可行、有效和科学的，但出

于规避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问题的目的，在实际估计的检验报告中选用怀特稳健标准误。
基于此，对基准模型进行面板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混合回归，此外加入年份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和

国家（地区）层面的个体固定效应，以及加入随机效应后展开 ＯＬＳ 回归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３。

·４６·

① 受篇幅所限，基准模型残差图暂不予展示，留存备索。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跨境流动？：来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经验证据

■■■■■■■■■■■■■■■■■■■■■■■■■■■■■■■■■■■■■■■■■■■■■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表 １　 原始变量的类型、名称、内容和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内容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ＴＬＡＢＯＲｉｔ
各年份中国对外劳务派遣到某东道国的总人

员数量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２００９ 年东道国的双边网址链接数量与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东道国每百人中移动电话注册用户数

量的乘积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
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和 Ｋｎｏｅｍａ 数据中心

控制变量

（Ｘｉｔ，ｋ）

ＰＧＤＰ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ＡＧＩＮＧ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老龄人口（６５ 岁及 ６５ 岁以

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的失业率

ＯＰＥＮ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与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值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Ｋｎｏｅｍａ 数据中心

ＥＤＵ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 “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人类发展报告）、Ｋｎｏｅｍａ 数据中心

ＤＩＳｉｔ

ＧＤＩＳｉｔ
东道国（地区）首都（首府）与北京间的球面距

离同各年份原油（石油）价格指数的交乘项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和 ＩＭ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库

ＣＤＩＳｉｔ 基因距离指数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ｓ

ＩＮＳＤＩＳｉｔ
各年份中国和东道国政治效率指数差值的绝

对值
全球治理指标（ＷＧＩ）数据库

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

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Ｖｉｔ

２００３ 年东道国的双边网址链接数量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东道国每百人中移动电话注册用户数

量的乘积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
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和 Ｋｎｏｅｍａ 数据中心

ＦＩＸＴＥＬＥｉｔ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东道国固定电话注册用户数量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数据库和 Ｋｎｏｅｍａ 数据中心

稳健性检验

替代变量
Ｔ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Ｙｉｔ

各年份年末在某东道国执行对外承包工程和

劳务合作项目的总人员数量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未包含

同时隶属于控

制变量的指标）

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总规

模的比重

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ｔ 各年份东道国数字服务进口规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拓展性分

析变量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

各年份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表 ３ 的 ＬＲ 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应采用加入双向固定效应的 ＯＬＳ 模型进行分析，下文也

均采用加入双向固定效应的 ＯＬＳ 模型进行报告。 根据表 ３，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和 ｌｎＥＤＵｉ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东道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劳务输出

规模具有促进效应，东道国的失业率则抑制劳动力的跨境流入，而当地教育程度高级化、综合性迁移距

离对劳动力跨境流入形成隐形流动门槛和壁垒，这与前文研究预期基本一致，并且较好地印证了假设 １。
２．异质性检验

根据假设 ２，以“对外工程承包项下”和“对外劳务合作项下”的对外劳务输出规模分别作为被解释

变量，展开劳务输出类型异质性检验。 同时，还将分别根据是否为“亚非洲国家”、是否为“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以及数字技术水平层次为样本划分标准，依次进行异质性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示。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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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检验和基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误 ＬＬＣ 检验 ＶＩＦ 值 样本量

ｌｎＴＬＡＢＯＲｉｔ ７． ０６８ １１．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６７ －９． ９７３∗∗∗ － ９４６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１９． ４２４ ２２． ９２３ １３． ７４２ ２． ４３２ －５． ８７７∗∗∗ ２． ４４４ ９４６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９． ５３８ １７． ９４３ ６． ９９０ １． ６３９ －２． ９０１∗∗ １． ５２４ ９４６
ｌｎＡＧＩＮＧｉｔ １． ８９５ ３． １６１ －０． １５３ ０． ７１１ －１３． ０１６∗∗∗ １． １１７ ９４６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 １． ７７０ ３． ３１３ －１． ３８６ ０． ６６２ －８． ９７６∗∗∗ １． １３５ ９４６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０． ４５２ ２． ９４４ －６． ２１５ １． ７０２ －１３． ９２１∗∗∗ １． ７３８ ９４６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２． ２０２ ２． ６２７ １． ３４０ ０． ３１９ －３１６． ８８３∗∗∗ ２． ４８６ ９４６
ｌｎＤＩＳｉｔ －３２． ４９７ ６８． １５３ －２４２． ７７６ ５７． ６９２ －４． ８５４∗∗∗ １． １１８ ９４６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Ｖｉｔ １４． ６２７ １８． ４７６ ９． ０９２ ２． ６７６ －１３． ３４４∗∗∗ － ９４６
ｌｎＦＩＸＴＥＬＥｉｔ １． ５６３ ４． ２０８ －１． ６３０ １． ６５７ －１２． ９６３∗∗∗ － ９４６

ｌｎＴ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Ｙｉｔ ７． ６９８ １２． ０８８ ２． ４８５ ２． ０３７ －１５． ７３９∗∗∗ － ９４６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 ３． ６２０ ４． ２９８ ２． ３７３ ０． ３６７ －９． ５８３∗∗∗ － ９４６

ｌｎ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ｔ ９． ３０７ １２． ０４５ ５． ８０４ １． ４６３ －１０． ９４４∗∗∗ － ９４６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 １１． ３４０ １３． ９４１ ４． ４０７ １． ６６１ －９． ６９６∗∗∗ － ９４６

注：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ＶＩＦ 值仅显示基准模型（４）中的变量，“ －”表示不属

于报告范围。

　 　 （１）劳务输出类型异质性检验

根据表 ４，当被解释变量调整为对外工程承包劳务派遣人数时，数字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５％ 水

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对外劳务合作派遣人数样本下，数字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实证结

论基本吻合假设 １ａ，数字技术明显促进对外工程承包项目下的劳动力跨境流动。 结论虽然没有完全符

合假设 １ｂ，但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技术对非工程承包项目的劳动力跨境流动的抑制性作用存在可能

性，而其不显著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碎片

化、泛化和缺乏约束力的状态并未根本改变，全球数字服务业市场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
另一方面，当前的数字技术并没有完全消除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的体验感和便捷性差异，例如医疗、教
育、餐饮、体育和演艺等主要领域，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无法实现线下和线上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同等化，
线下提供途径仍然具有较突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２）洲际区域异质性检验

长期以来，受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影响，中国对外劳务输出“亚、非洲主

导”的区域特征突出。 因此，本文将 ８６ 个国家（地区）划分为“亚、非洲国家（地区）”和“亚、非洲以外的

国家（地区）”，①考察劳动力市场的洲际区域差异是否会影响数字技术的促进效应。 从表 ４ 结果中可以

发现，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两类样本下均显著为正，说明这种促进效应在不同的洲际劳务市场间具有

一致性。
（３）经贸合作程度异质性检验

构建和谐共赢、紧密沟通、尊重平等的国际经贸合作长效机制，有利于减少制度性的劳动力跨境流

动障碍，提供促进劳动力自由、安全和高效流动的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

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基

于此，此处将是否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②当作划分依据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详见表 ５。 根据表 ５，在

·６６·

①
②

其中，原始样本中的土耳其、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横跨亚洲和欧洲，前两者划归欧洲国家样本，后两者按照亚洲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
本文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和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具体请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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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混合面板 双向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常数项
１３． ５５４∗∗∗

（０． ９７９）

－５． １１７
（９． ８１６）

１０． １２５∗∗∗

（２． ３８６）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０． ３９６∗∗∗

（０． ０６０）
１． ０４５∗∗

（０． ４６４）

０． ０９３
（０． １３９）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４）

ｌｎＡＧＩＮＧｉｔ
－０． ２８２∗∗

（０． １３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３）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
－０． ８２５∗∗∗

（０． １５６）
－０． ２３６∗∗

（０． ５０７）
－０． ４９２∗∗

（０． ２０４）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５）

ｌｎＥＤＵｉｔ
１． ６４４∗∗∗

（０． ５４７）
－３． ８３４∗∗∗

（１． １４７）
－２． ３７０∗∗∗

（０． ６９８）

ｌｎＤＩＳｉ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年份固定效应 × √ ×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 √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６１ ０． ８８１ ０． ０５２

样本量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ＬＲ 检验 Ｆ 统计量

［ｐ 值］
８２７． ８１８
［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Ｃｈｉ２统计量［ｐ 值］

３０． ４７９
［０． ０００］

注：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１％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下方圆括号内为怀特稳健标准误。
√表示加入固定效应， ×表示未加入固定效应。 下同。

　 　 表 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Ⅰ
劳务输出类型异质性

对外工

程承包

对外劳

务合作

洲际区域异质性

亚非洲

国家

（地区）

亚非洲以

外的国家

（地区）

常数项
－１３． ４２１
（８． ８４８）

３１． ８４７
（２６． ４７８）

－８． ３５７
（９． ８０８）

－２３． ８４８
（１５． ９９９）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１． ０９６∗∗

（０． ４４０）

－１． ２０６
（１． ４１５）

１． ３１６∗∗∗

（０． ４９６）
１． ０４３∗

（０． ６４１）

年份固定效应 √ √ √ √

国家（地区）
固定效应

√ √ √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７８５ ０． ８４３ ０． ８３８ ０． ８７２

样本量 ９４６ ９４６ ４２９ ５１７

注：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未列出，留存备索。 下同。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样本下，东道国的数字技术

发展水平对中国劳动力跨境流入的促进效应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样本下，该促进效应不显著。 这也侧面反映出：数
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流动的促进效应必须以相对

较强、长期向好、夯实稳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机制

作为重要前提。
　 　 （４）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是否直接导致其

对劳动力跨境流动促进效应的显著区别？ 针对这

个问题，借鉴左倩等（２０２３）的相关做法，在加入

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分位数回归检验，具
体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本文选取 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７５ 和

０． ９０ 分位展开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除了 ０． ２５ 分位处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不显著以外，
其余分位数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一方面，这反映东道国数字技

术发展水平促进劳动力跨境流入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较低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不

　 　 表 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Ⅱ

变量
经贸合作程度异质性

“一带一路” 非“一带一路”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异质性（分位数回归）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７５ ０． ９０

常数项
－７． ６０７

（１０． ４１８）
３． ６８６

（１６． ４９０）
１１． ９６７∗∗∗

（１． ７７１）
１２． ０７２∗∗∗

（１． ２２５）
１７． ０１２∗∗∗

（１． ６７８）
１６． ０６６∗∗∗

（２． ３４９）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１． ２３９∗∗

（０． ５０２）

０． ６３０
（０． ７９２）

０． １９３
（０． １８６）

０． ２７４∗∗∗

（０． ０９５）
０． ４４６∗∗∗

（０． ０８９）
０． ４４３∗∗∗

（０． １２８）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 √ √ √ √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８５８ ０． ８５９ ０． ７０８ ０． ６８７ ０． ６８５ ０． ６９３

样本量 ６９３ ２５３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７６·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跨境流动？：来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经验证据

■■■■■■■■■■■■■■■■■■■■■■■■■■■■■■■■■■■■■■■■■■■■■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利于其促进效应的有效发挥和充分释放。
四种类型的异质性检验结论充分论证前文假设 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 １ａ 和 １ｂ 提供可靠依据。
３．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检验：基于工具变量的 ＴＳＬＳ 检验。 采用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Ｖｉｔ和 ｌｎＦＩＸＴＥＬＥ ｉｔ作为数字技术发

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利用 ＴＳＬＳ 检验得出实证结果如表 ６ 列（１）所示。 可以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发展水

平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同前文论述一致；第二，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不显著，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具有

强外生性”的原假设。 同时，在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中，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也远大于 Ｓｔｏｃｋ⁃
Ｙｏｇｏ １０％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因此，工具变量有效性和合理性较高。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
（５）

常数项
－１． ２６９
（８． ６４９）

－１０． ０１７∗

（５． ５９９）
－６． ４７２
（７． ８６０）

２４． ９２５
（４０． ２９９）

－１０． ３８２
（１０． ３９２）

－５． １１７
（７． ３８０）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０． ８７８∗∗

（０． ４０６）
１． ０５９∗∗∗

（０． ２６１）
０． ６９３∗

（０． ３６２）
０． ６６０

（２． ０５７）
１． １７１∗∗

（０． ４６６）
１． ０４５∗∗∗

（０． ３４５）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 √ √ √ √ √

调整后的 Ｒ２ －１． １５６ ０． ９２５ ０． ９０６ ０． ９３８ ０． ８７９ ０． ８８１

样本量 ９４６ ９４６ ７７４ ２５８ ６８８ ９２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ｐ 值］
０． ０４４

［０． ８３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７１１． １３７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１０％临界值 １０． ８９０

　 　 （２）更替被解释变量：“ ｌｎＴ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Ｙｉｔ”。 采用 ｌｎＴ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Ｙｉｔ作为对外劳务输出规模的替代变

量，并纳入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６ 列（２）所示。 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３）考虑重大事件冲击：全球新冠疫情。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爆发并快速席卷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

经济体，各国（地区）防疫措施、抗疫效果以及受此影响较大的人员跨境流动政策呈现出显著差异。 基

于此，排除由于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可能出现猛烈波动的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期间所有样本后，再次展开回归

检验，结果见表 ６ 列（３）。 实证检验显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４）调整样本时间窗口：“一带一路”倡议分界线。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

是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更高水平和更宽领域发展的推进动力，为劳动力跨境流动的高效性、安全性和便捷

性形成有利的政策环境。 因此，以 ２０１３ 年为节点，将样本时间范围划分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两个部分并分别展开回归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６ 列（４）所示。 经对比发现，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期间的样

本下，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期间的样本下，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除了样本量差异可能导致的显著性偏差以外，很大程度也同经贸合作程度异质

性检验的结论相对应，即良好稳定的经贸联系和合作机制有利于数字技术促进效应的深刻发挥。
（５）剔除特殊样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是中国的省级行政区。 中国大陆

对两者的劳务派遣同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劳务合作存在较大的差别。 鉴于此，本文考虑剔除中国台湾

和中国香港的样本之后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６ 列（５）所示。 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的回归系数保持正向显著性。
４．影响机制检验

（１）“全球性数字平台”的机制检验。 选用劳务输出东道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总规模的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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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来反映不同经济体内部的“线上市场”向外延展所形成的数字平台开放性和规模，
并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东道国数字技术发展是否能够通过拓宽当地全球性数字平台对跨境劳

动力流入产生促进效应。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和交乘项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

并展开回归检验，结果详见表 ７ 列（１）和列（２）。 可以发现，单独加入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以及同时加入 ｌｎＤＩ⁃
ＧＲＡＴＩＯｉｔ和交乘项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ｌｎＤＩＧＲＡ⁃
ＴＩＯｉｔ保持正向显著，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同样显著为正。 说明东道国数字技术通过提升数字平

台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范围规模，产生对劳动力跨境流入的促进效应，基本证实假设 ２。

表 ７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全球性数字平台

（１） （２）

创新就业生态

（３）

时空压缩效应

（４） （５） （６） （７）

线上转移效应

（８） （９）

常数项
－４． ０３１
（９． ２２３）

－１２． １６２
（９． ６４９）

－６． ８９１
（５． ３０９）

－５． １０２
（９． ８５９）

－４． ３００
（１０． ５５２）

－４． ２１１
（９． ６５７）

－５． ２９３
（９． ８８２）

－１６． ７２０∗

（１０． ５５０）
－４２． ９７２∗∗∗

（１５． ４２８）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１． １１７∗∗

（０． ４５４）
１． ６２５∗∗∗

（０． ５００）
０． ８９６∗∗∗

（０． ２４５）
１． ０４５∗∗

（０． ４６５）
０． ７５４∗∗

（０． ３４７）
１． ５４１

（２． ２６３）
１． ０５７∗∗

（０． ４７０）
０． ８４０∗

（０． ５７９）
２． ４２０ ∗∗∗

（０． ８９７）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
－０． ２２３
（０． ２０６）

－０． ２５０
（０． ２０２）

－２． ０７７∗

（１． １０８）
－０． ２３６
（０． ２０８）

－０． ２３８
（０． ２０７）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２）

－０． ２４１
（０． ２１０）

－０． １６６
（０． ４０４）

－０． ２７９
（０． ４１５）

ｌｎＤＩＳｉ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
０． ５７１∗

（０． ２８１）
２． ８７７∗

（１． ９５４）

ｌｎ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ｔ
０． ６３３∗

（０． ３５１）
４． ０７３∗∗∗

（１． ５６２）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ＲＡＴＩＯｉｔ

０． １９０∗

（０． １１４）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５９）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Ｓｉ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ＧＤＩＳｉ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１）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ＣＤＩＳｉｔ

０． ９１４∗∗

（０． ４４７）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ＩＮＳＤＩＳｉ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０）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ｔ

－０． １９９∗∗

（０． ０９０）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 √ √ √ √ √ √ √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８８２ ０． ８８３ ０． ９２６ ０． ８８１ ０． ８８１ ０． ８８２ ０． ８８１ ０． ７８７ ０． ７８６

样本量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２４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注：受篇幅所限，除调节变量以外的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未列出，留存备索。 其中，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文化距离为 ０，故列（６）检验未

包含两者的样本。

　 　 （２）“创新就业生态”的机制检验。 运用劳务输出东道国的“失业率”（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来说明不同

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容量和就业环境，并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东道国数字技术是否能够通过优化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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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就业生态对跨境劳动力流入产生促进效应。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交乘项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的模型，其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７ 列（３）所示。 结果显示，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和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分

别保持正向和负向的显著性，而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体现出东道国本

地失业率对跨境劳动力流入的抑制作用，而数字技术能够削弱其负向效应，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技术通

过缓解失业压力对跨境劳动力流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基本证实假设 ３。
（３） “时空压缩效应” 的机制检验。 运用中国同劳务输出东道国之间的 “综合性迁移距离”

（ｌｎＤＩＳｉｔ），以及其中的“地理距离”（ｌｎＧＤＩＳｉｔ）、“文化距离”（ｌｎＣＤＩＳｉｔ）和制度距离（ ｌｎＩＮＳＤＩＳｉｔ）来反映中

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的自然性、文化性和制度性劳动力流动壁垒，并将它们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东

道国数字技术是否能够通过弱化劳动力跨境流动的自然性、制度性和文化性壁垒促进跨境劳动力流入。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交乘项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Ｓｉｔ、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ＧＤＩＳｉｔ、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ＣＤＩＳｉｔ、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ＩＮＳＤＩＳｉｔ的模型，其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７ 列（４） ～ （７）所示。 实证结果表示，
ｌｎＤＩＳｉｔ、ｌｎＧＤＩＳｉｔ、ｌｎＣＤＩＳｉｔ和 ｌｎＩＮＳＤＩＳｉ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而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Ｓｉｔ、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ＧＤＩＳｉｔ、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ＣＤＩＳｉｔ、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ＩＮＳＤＩＳｉｔ的回归系数均为正，①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技术有利

于弱化减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跨境劳动力流动的消极作用，基本证实假设 ４。
（４）“线上转移效应”的机制检验。 持续革新和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加快实现贸易标的物、贸易工

具和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夏杰长和李銮淏，２０２３），形成劳务输出向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转变的

技术支撑和设施基础，为劳动力异地提供跨境服务创造全新机遇。 这种转移效应更多体现在对外劳务

合作项目的劳动力流动，而工程承包类型②的劳动服务因其特殊性质，在当前数字技术条件下很难实现

服务内容完全的线上转移。 鉴于此，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调整为对外劳务合作项下派出

人员数量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ｉｔ，加入ｌｎ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ｔ和交乘项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ｔ并展开回归检验，结果

详见表 ７ 列（８）和列（９）。 结果显示，东道国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增长会对劳务合作项目下的

劳动力跨境流动产生促进效应，这也符合东道国在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服务进口需求有

利于劳动力跨境流入增加的基本逻辑。 但是，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反

映出数字技术和网络互联的发展深化所形成的劳动服务“线上转移”效应，一定程度上转移、限制和分

散东道国服务进口需求对跨境劳动力流入的促进作用，较好地印证了假设 １ｂ′。
５．拓展性探讨：数字技术和国际劳务合作效率

　 　 国际劳务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追求在全球劳务市场中占据规模份额的优势，还必须重视劳动力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 数字技术是否能够通过上述效应，在推动中国同东道国之间国际劳务合作规模

扩张的同时，赋能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综合效益和结构层次的优化升级？
选用中国统计年鉴长期发布且相对完整、统一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ｔ）作为

被解释变量，并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对外工程承包派遣人数（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纳入控制变量集

之中。 与此同时，加入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的交乘项观察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相对应的

拓展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列（１） ～ （３）中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保持正向显

著，说明数字技术促进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增长；除此之外，列（２）和列（３）中对外工程承包派遣

人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也符合对外工程承包派遣人数与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金额以及完成营业

额成正比的现实情况。其中，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却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技术在保持正向促进

·０７·

①

②

表 ７ 列（４）中的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 ｉｔ × ｌｎＤＩＳ ｉｔ实际为正，表 ７ 列（７）中 ｌｎＤＩＳ ｉｔ的回归系数为负，但由于只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两者小数点后四位数字小于

５ 而无法进位，故均作为 ０． ０００ 的系数值呈现。
更严谨来讲，应该是不包含对外咨询设计的对外工程承包项目。 但自 ２０１１ 年起，对外咨询设计划归对外工程承包的统计范畴，无法单列进行核算

检验。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跨境流动？：来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经验证据

■■■■■■■■■■■■■■■■■■■■■■■■■■■■■■■■■■■■■■■■■■■■■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表 ８　 拓展性分析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常数项
５． ３３７

（８． ２５６）
６． ７０５

（５． ６００）
２． ５３６

（４． ８６０）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０． ８１４∗∗

（０． ３６８）
０． ５５８∗∗

（０． ２５８）
０． ６５３∗∗∗

（０． ２１７）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
０． ２１８∗∗∗

（０． ０３２）
１． ７５４∗∗∗

（０． ２２９）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 ×

ｌｎＤＩＧＴＥＣＨｉ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１）

年份固定效应 √ √ √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 √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８７９ ０． ９１９ ０． ９３０

样本量 ９４６ ９４６ ９４６

注：受篇幅所限，除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以外的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

未列出，留存备索。

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的同时，降低对外工程承

包实际派遣人数对完成营业额的促进效应。 这在一

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数字技术对国际工程承包实施效

率的转化提升，即对外工程承包派遣人员的减少并

不会严重影响完成营业额的增长。

五、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１．研究结论

本文阐述归纳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流动的

“信息平台效应” “业态创新效应” “时空压缩效应”
和“线上转移效应”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以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同中国开展国际劳务合作的 ８６ 个国家（地
区）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
一，东道国数字技术对中国向东道国的劳务输出规

模产生普遍且稳健的正向作用。 第二，东道国数字技术对中国工程承包项目对外劳务输出具有显著的

促进效应，而对劳务合作项目对外劳务输出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同时，双边经贸合作深度和沟通机制水

平会对数字技术的促进效应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东道国数字技术会通过提升全球性数字平台规模、优
化扩充就业空间和劳动力市场容量、降低不同类型流动壁垒或距离因素导致的劳动力迁移成本，扩大中

国向东道国劳务输出的规模。 除此之外，东道国数字技术为劳务合作项目劳动力跨境流动提供“线上转

移”通道，通过从劳动力跨境流动的服务贸易形式转化为中国向东道国的数字可交付服务出口，产生对

劳务合作项目劳务输出的转移效应。 第四，通过拓展性探讨分析，可以大致判断，东道国数字技术会提

高国际劳务合作，尤其是对外工程承包领域的质量效率。
２．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落地，构建网络空间和跨境数据的国际规范标准。 首先，以
“人”为核心，培育大规模、高水平和多领域的人力资本，加快革新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

域的人才培育模式，打造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技能型、管理型和创新型人才储备。 并且要充分发挥

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势，继续推进关键技术的发力攻关和成果应用转化落地，重点

推动基础科学和前沿理论研究发展，以数字技术研发的“自立自强”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市场中的地位

和主动权。 其次，正视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和运作模式上存在的认知差异以及客观存在的全

球数字鸿沟，研究分析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ＣＣＰＡ）和亚

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的跨境隐私规则体系（ＣＢＰＲ）等跨境数据监管新措施的同时，尝试基于《服务贸易

总协定》（ＧＡＴＳ）、《全球电子商务宣言》（ＤＧＥＣ）、《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ＴＢＴ）等国际共识，以及中国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数字丝绸之路”等理念倡议，建立开放包容、平等互利、可行性强、互联度高的

区域性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和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标准的建设协商。
第二，推进中国国际劳务合作的高质量发展，追踪把握劳动力跨境就业新内容、新趋势。 首先，巩固

夯实亚洲、非洲市场优势，积极提高中国在多元区域的劳务合作竞争力。 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政策及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亚洲和非洲地区的长期友好合作伙伴

制定、签署和实施更全方位、高层次、宽领域的双边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落实好中国劳动者人身财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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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合法权益和基本诉求的基础上，扩大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地区）的
国际劳务合作渠道和领域，实现中国劳动力跨境就业流动方向、区域和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其次，充分

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紧密追踪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态势和长短期变化，把握全球范

围内不同经济体的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类因素对中国劳务输出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和不同

时段的影响。 针对性地培育在其他高端领域业务项目中劳务合作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品牌”，逐步提

高运营维护、规划设计、高端技术咨询等高附加值的对外劳务合作前沿、新兴领域的竞争力。 最后，结合

效率高、成本小、准度优的数字技术媒介，完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劳务派遣企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多元

主体的信息反馈机制，赋能政府机构深化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的“放管服”改革，赋智金融机构在风险可

控、数据充足和信息对称性较高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对海外投资、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的风险容忍度和支

持力度，进一步缩短审批流程，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承保理赔效率和加强项目评估、融资服务等领域

的境外联络，助力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组织把握对外劳务合作多元化、综合化和复杂化的趋势特征，积
极开展跨产业、跨市场领域合作，统筹兼顾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加速推动国内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度赋能中国“贸易强国”的建设实践。 首先，国内服

务业领域的各部门、各行业和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核心源泉。 积极促进国

内服务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聚焦扶持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无人经济”等服务业新业态、新模

式，深入推进国内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同一二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中国服务业综合产出效益

和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 其次，拓展深化数字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开发服务交付新模式和服务贸易标的物新形态，在咨询设计、技术培训、工程查验等领域，提供就业

岗位边界扩张、劳动服务线上转移和效益空间增长的劳动力要素增值新途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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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ｓｅｃｔｏ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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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ｎｅ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ｏｒ ｎｏｎ⁃
ｔｒａｄａｂｌｅ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ｔｒａｄ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ａｂ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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